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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工會系統的自主利益

──對基層企業工會的調查與思考*

⊙ 韓 恒

 

* 本次調查受到福特基金會的資助。

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國內GDP的高速增長，社會的貧富分化愈來愈嚴重，以至於有人提出

中國出現了社會的「斷裂」，即一部分社會成員被甩到了社會結構之外，這部分被甩出去的

社會弱勢人群主要表現為城市中的下崗工人、進城的農民工以及農村中的留守人員1。社會的

貧富分化引起了愈來愈多的人關注中國的弱勢人群，而上述三類弱勢人群中有兩類與工會有

關：下崗工人下崗前本身就是工會的會員，而進城的農民工正是工會當前吸納的主要對象。

出於對社會公正問題以及對弱勢人群的關心，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中國的工會。

本文就是有關工會組織的調查與思考。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簡要介紹材料的獲取，第

二部分結合基層工會開展的活動對工會的性質做出判斷，指出工會並不是工人利益的代表

者。作為「法定」的工人組織，工會為甚麼沒有代表工人的利益？第三部分結合實際調查對

之進行了原因分析。第四部分對目前大力組建工會的現象進行了簡要分析，指出了隱藏於口

號背後的真正原因，即各級總工會的部門利益以及國家鞏固政權的需要。最後一部分簡明指

出了本次調查的發現，即工會系統部門利益的存在，並指出研究工會要注重這一影響因素。

一 資料是怎樣取得的？

調查物件的選擇是由「熟人」推薦的，這樣做一方面可以保證我們能順利的進入調查，另一

方面可以基本保證調查物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為我們選擇的「熟人」都是對工會組織知

情的專家。我們共調查了三個企業的工會組織：一是在京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我們稱之為A

企業；另一是在深圳的一家大型中外合資企業，我們稱之為B企業；還有一家是位於深圳的外

商獨資企業，我們稱之為C企業。為了對工會的功能有比較準確的把握，我們在深圳還選擇了

一家沒有組建工會的外商企業進行調查，以期與組建工會的企業進行比較。為了了解新建工

會的一些情況，我們還訪談了北京一個街道的工會副主席。調查方法主要是訪談，並盡可能

的收集有關公司工會的文字資料。

A企業是一家國有大型企業，現有職工17萬人。公司工會組建於1949年，目前擁有工會會員

16.4萬人，女職工4.4萬餘人，專職工會幹部25人。A工會實行三級管理，即總公司、子公司

和直屬單位及基層廠礦。總公司工會共有基層工會176個，分會1551個，工會小組10620個。

在A公司，我們調查了公司的總工會以及下屬的一家二級廠礦工會。

B企業成立於1985年，是一家國有控股的中外合資企業，公司擁有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美



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1000名技術管理人員和4000名基層員工（基

層員工中以女工為主，絕大部分是外來打工人員）。公司工會成立於1987年，目前設在公司

的「群眾文化工作部」（群工部）下面，群眾文化工作部是公司的一個行政編制部門，共有

專職編制人員4人。除「工會工作」之外，群眾文化工作部還負責「黨辦工作」和「群眾文化

工作」，群工部實際上是「一班人馬，三塊牌子」。

C企業成立於1989年，是一家跨國公司在深圳設立的生產基地，目前擁有600多名員工。公司

工會成立於2000年，目前工會人員都是兼職，沒有專職人員。工會的前身是公司的互助基金

會。互助基金會成立於1996年，當時成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幫助公司內的困難職工（比如職

工突然生病、發生意外或者家庭遭到不幸等急需費用而又沒有現金時，互助基金會對員工進

行幫助，對之無償援助或者借款解急之用）。

二 工會做了些甚麼？

近年來，隨著拖欠民工工資問題的日益嚴重，組建工會的呼聲也愈來愈高，主要理由是：工

會的缺失使得民工的利益難以保護，組建工會可以維護民工的合法權益。工會一定能保護民

工的合法權益嗎？工會是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嗎？要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我們應該從工會的

實際活動入手，看看工會做了些甚麼。

根據A工會2002年的具體工作，我們把A工會開展的活動歸納如下：在總公司內實施廠務公

開，加強企業民主管理；幫助職工續簽集體合同，協調勞動關係；開展群眾性經濟技術創新

工程，評選職工勞動模範；組織職工學習各項安全生產法規，強化勞動保護的監督工作，確

保安全生產；完善幫困救助體系，開展「送溫暖」活動，救助困難職工；開展文化體育活

動，結合女職工特點開展各項針對女工的活動，充分調動了女工的生產積極性；加強工會自

身的組織建設等。

在工會開展的上述種種活動中，與工人利益最為相關的就是幫困救助、送溫暖活動，因為它

直接緩解了部分貧困職工的問題。這些活動是A工會對本公司貧困工人需求的直接回應嗎？如

果我們把A工會和北京市總工會的活動對比一下，就會發現A工會開展的幫困、送溫暖活動顯

然不是公司工會獨自開展的，而是北京市總工會統一部署的。在2002年，北京市委、市政

府、市總工會共組織了六次類似的統一部署、統一行動2。事實上，A工會的其他活動也都是

如此，要麼是應市總工會（或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而開展，要麼是為了參加北京市總工會

統一組織的活動而開展，有些活動市總工會還多次「強調」、多次「部署」，比如說廠務公

開、送溫暖活動、解決貧困職工的活動、勞動爭議的調節、安全生產的檢查、技術創新工程

的開展、文體活動的比賽等等。

儘管A工會開展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職工的部分需求，解決了職工生活中的一些問題，

但工會內在的運行邏輯卻是「上級要求－工會實施-客觀上滿足職工需求」，而不是「職工需

求－工會回應」。在前者中，工會回應工人需求是被動的，工會主要對上級部門負責，而在

後者中工會回應工人需求是主動的，主要對工人負責，兩種運行邏輯所反映的工會性質是不

一樣的。

國有企業的工會儘管不是直接回應職工需求，但客觀上確實解決了職工生活中的部分問題。

而與此相比，合資企業工會給工人帶來的「實惠」則更少一些。 從B工會的工作來看，公司

工會開展的活動有：文體活動，主要包括節日晚會、週末舞會、播放電影、聯誼活動、體育



比賽等；製作宣傳欄，開展宣傳活動，內容有慶賀新年、計劃生育、區人大代表選舉、預防

SARS、管理動態、世界環境日、勳章獎獲者事蹟等，同時負責編輯出版公司的報刊；評選公

司內部的先進個人和先進團體，增進員工的積極性；調解勞動爭議等。很顯然，工會以文體

活動、宣傳活動、勞動競賽為主。為了分析合資企業工會的作用，我們需要和沒有組建工會

的外商企業作一比較，為此我們調查了S公司。

S公司也位於深圳，是一家台資企業，擁有員工四千多人，規模與B公司相似。S公司雖然沒有

組建工會，但在公司的行政部下設置了「文宣課」，主要負責報刊的編輯、電視的製作（員

工培訓的錄影）、文體活動的開展等。文宣課每年都對整個公司全年的文宣活動做出預算，

然後上報公司領導批准。批准之後，公司就按照年度計劃開展活動，經費由公司撥付。公司

每年有專項的資金開展文體活動，被訪者說按照員工工資總額的2%撥付，資金總額達到一百

萬元。從公司2003年的計劃來看，活動內容涉及到各種球類、棋藝比賽，以及旅遊、娛樂性

晚會等。公司建有康樂中心，中心內設有乒乓球室、舞廳、圖書室等，全部免費對員工開

放。另外，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開設了投訴箱，員工如果對企業有意見或建議，可以通過投訴

箱進行反映，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直接向老總反映。人力資源部每年都要舉辦「評優評先」

活動，對公司的優秀員工進行表彰獎勵。公司的文宣課、人力資源部、總務部每兩個月都要

舉辦一次員工滿意度調查，文宣課負責調查員工對文宣活動的滿意度，人力資源部負責瞭解

員工對公司培訓的滿意度，總務部主要瞭解員工對食宿的滿意度。

對比S公司與B公司我們可以發現，儘管S公司沒有組建工會，但B工會所開展的活動S公司都

有，並且做的不比B工會差。由此可以看出，在合資企業，工會的有無對工人的影響不大，即

使沒有工會組織，在稍微好點的企業，有些活動也是要開展的，比如文體活動、勞動比賽、

宣傳活動等，因為開展這些活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調動員工生產的積極性，增加員工對公司

的歸屬感與凝聚力，而不是為了工人的利益，儘管這些活動在客觀上滿足了員工娛樂的需

求。

事實上，在新建企業工會中還存在一些「假工會」，C公司工會就是這樣。工會的前身是公司

的互助基金會，上級政府部門要求組建工會時，公司就把互助基金會改為工會，互助基金會

的委員就變為工會的委員，互助基金會的活動就成了工會的活動。被訪者表示，工會成立之

後所開展的工作，與以前互助基金會的工作「基本上沒有變化」，依然是幫助公司的困難職

工，以及每年一次大的文體活動，並且一次大的文體活動也不是工會獨立開展，而主要是由

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開展。工會沒有專職人員，也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訪談時，被訪者曾現

給我們的全部資料是：工會成立時的申請函、街道所做的「同意批示」以及一本基層工會幹

部的培訓教程，被訪者說這是他們工會的所有資料，工會甚至連工會委員的基本名單、工會

的年度總結都沒有。因此，C工會基本上是企業為了應付國家政策而組建的「假工會」，與其

把它稱之為工會，還不如把它稱為互助基金會更為合適。

在北京的訪談中，一個街道工會主席也談到，儘管非公企業名義上組建了工會，但實際上開

展的活動很不規範，有的甚至就沒有活動，「名存實亡」。相對來講，效益好的獨資、合資

企業的工會工作稍微好一些，不過「也只是文體活動多一些」，「週末以人力資源部的名義

開展一些文體活動」，「元旦、春節職工家屬一起參加聯歡活動」（不過被訪者說工會成立

之前，這些企業也是這麼做的），而民營企業的工會組織較差一些，基本上沒有活動。

三 為何沒有代表工人利益？



在訪談中，被訪者基本上都談到了勞動爭議的調解，但被訪者都指出工會的「維權」是「雙

維權」，既要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也要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維權的標準是國家的相關法

規以及公司的有關規定、與員工簽訂的合同等。很顯然，工會不是工人利益的代表者，而是

勞資雙方的調解者。在訪談中，A公司的一位廠礦工會主席甚至指出，他們為了維護企業的合

法權益，曾與一名工人對薄公堂。在這裏我們看到，「工會－企業－政府」的三方協調機制

成了「工人－企業－工會」的三方機制，工會不是一個利益代表組織，而是一個糾紛協調組

織。結合上面談到的工會活動，我們認為，儘管不同所有制的工會有些差別，但他們都有一

個基本的共同點，即工會不是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工會的活動不是直接回應工人的需求。

作為工人的「法定」組織，工會為甚麼沒有代表工人的利益？原因何在？這裏筆者主要從工

會的組建、工會領導人的產生以及工會經費的來源等作一分析。

從工會的成立來看，儘管《工會法》規定工會是「職工自願結合」的群眾組織，但目前新建

的工會都不是工人自發組建的，而是國家自上而下推行的。為了在新建企業中組建工會，全

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於1999年專門在寧波召開了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大會，提出「哪裏

有職工，哪裏就要建立工會」的口號，制定了各級黨委牽頭，黨建帶工建，工建促黨建，黨

工共建的建會方針，由此在全國範圍內拉開了新建企業建會的運動。工會組建的國家壟斷、

自上而下的強制推行、而非自下而上的自願認同，是目前工會難以代表工人利益的重要原

因。

從工會負責人的任命來看，工會的主要領導都是由同級黨委或行政任命的。在A工會，工會主

席由A公司的黨委常委兼任，工會的各個部門負責人是處級幹部，其選拔實行黨委聘任制，首

先由黨委組織部進行考察，然後由黨委聘任。A工會的下屬各級廠礦工會也都是由同級的黨委

副書記或黨委常委兼任。在B工會，工會主席由公司黨委的副書記兼任，他同時還兼任監事會

主席、行政總兼。各分會主席是由工會和部門經理協商決定的，「必須經過部門經理的同

意」，個別分工會主席甚至由部門經理自己兼任。只有在C公司這樣的「假工會」中，工會主

席才由一名銷售部的員工兼任。不僅基層工會的負責人由黨政官員兼任，各級總工會的負責

人基本上也大都由黨政官員兼任。截止到2002年，三十六個省級工會主席中，二十八個是由

同級黨政副職領導幹部擔任，其中三十一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總工會中，有二十四個副省

級領導幹部擔任工會主席。不少市地級總工會主席，也大都是由同級黨政副職級領導幹部擔

任3。工會負責人的黨政任命決定了工會組織要對黨政負責。

從工會的經費來源看，儘管《工會法》規定了工會經費的多種來源管道，但工會的大部分經

費來源於企業的撥付，即按職工工資總額的2％所撥付的經費，會員的會費很少，並且是由各

個分會自留使用。在A工會，工會經費的八至九成來自於公司的撥付，在B工會，經費基本上

全部來自於公司的撥付，即使像C這樣的假工會，每年一次大的文體活動也是由公司操辦。另

外，從全總的統計數字來看，工會的收入主要也是以撥交經費為主，1993－1997年，全總本

級總收入為165305.3萬元，其中省級工會上解全總的撥交經費收入為156279.5萬元，佔

94.5％4。1998－2002年，全總本級經費總收入為227719.7萬元。其中省級工會上解的撥繳經

費收入222611.4萬元，佔97.8％5。儘管有人指出，企業撥付的這部分經費實質上是職工的勞

動收入，屬於人工成本費用6，但這些撥付經費畢竟是由企業控制著，而並非工人自願的上

交，因此資方不可能出錢組建工會組織而維護工人利益。當然，工會人員的工資福利也都由

公司發放、辦公設施由企業提供。當工會的「生存命脈」控制在企業手中時，要讓工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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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企業而維護工人利益，只能是一個神話 。

總之，工會組織的國家壟斷以及自上而下的組建、負責人的黨政任命、主要經費的企業撥

付，決定了工會不可能是工人利益的代表組織。

四 為何大力組建工會？

既然工會不是工人的利益代表，以維護民工利益為口號在新建企業中組建工會，就只能是一

種「話語」宣傳。那麼，全總為何要在新建企業中大力組建工會呢？

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國有、集體企事業的數量迅速減少，新建企業數量

大量增加，過去工會經費過多依賴於公有制企業撥付的模式受到挑戰。據一個縣工會的調查

顯示，該縣工交、基建系統共有75戶企業，職工23000人，其中破產企業7戶，關閉企業16

戶，停產半停產企業35戶，僅剩17戶企業勉強維持生產。在23000名職工中，有15000名職工

下崗，僅有7000名職工在崗，而且工資發放不及時。財貿系統商、糧、供三個局有職工17000

人，縣社系統農村供銷社的1000名職工全部放假，縣屬公司也有1000多人放假。商業局3000

名職工僅有900人上班，2000多人放假。糧食系統9000人，5000人開始放假分流。這樣，三個

局17000名職工有11000人下崗，僅有5900人上崗。農林水系統有三十個企業，職工6000人，

其中有3000人不再發工資，靠種田維持生活（由於企業效益不好，縣財政無力支付林場、水

庫、農場的事業費，縣農林系統將林場的林間空地、水庫水面、農場的土地無償撥給職工從

事種植和養殖，算是給職工的生活費，也叫生活田），職工不再到企業上班，企業不負責職

工工資及福利待遇，一切脫鉤8。

面對公有制企業的破產、倒閉以及工人的下崗失業，工會經費從何而來？為了解決全國六十

多萬專職工會幹部的生存問題，各級總工會必須開闢新的財源。伴隨著原有企業的改制、破

產、倒閉，合資、獨資、民營等大量新興企業迅速湧現，因此在新建企業中組建工會就成了

全總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企業建了工會組織，就要上交工會經費。在訪談中，B工會的主席不時地抱怨他們上交深圳市

總工會的經費太多，企業撥付工資總額2％中的40％要上交到市總工會，他感覺沒有道理，因

為市總工會沒有給公司工會帶來更多的實際利益，「與其把這些錢上交市總工會，還不如在

公司內部多開展些員工福利」。在北京的訪談中，一位街道的工會負責人也多次向筆者表

示，為了收取會費，他需要多次上門催要，一般情況下企業能夠「上交規定費用的10％就不

錯了」，「大部分（企業）都少交一些」，有時「要也不交，（企業）糊弄一下算了」，並

且街道收取經費中的75％要上交到區級工會，他感覺這一上交的比例太高。另外，從工會部

門主辦雜誌的內容來看，各級工會幹部經常談論如何在新建工會中收取經費，收繳經費的經

驗之談成了熱門話題。9全總也經常組織召開經費收繳研討會，共商會費收繳之策略。由此看

來，收取會費是全總大力組建工會的內在動機。

當然，從國家的角度來講，組建工會也是為了鞏固政權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非公企

業的大量湧現、大量民工的進城以及國家控制體系的放鬆，非公企業的員工中出現了「控制

真空」。由於工人組織所具有的「潛在顛覆性」以及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啟示，國家必

然要壟斷工人組織。

總之，各級總工會的部門利益以及國家維護政權的需求，造就了新建企業中的建會運動。



五 有甚麼新的發現？

有關中國工會的研究中，一些學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張允美從歷史上工會與黨－國家的五

次衝突出發，分析了中國工會與黨－國家之間的關係，認為中國工會與黨－國家關係一直沒

有擺脫「順從－衝突」的怪圈，順從時強調黨的領導作用和工會的生產職能，衝突時強調工

會組織的獨立性和維護職能。從順從局面轉到衝突局面時，黨內增加分歧，社會上逐步積累

自下而上的自生壓力，當意見和壓力達到一定程度時，黨－國通過政治性批判，把衝突局面

迅速轉移到順從局面。目前是在強調黨領導的同時，社會經濟的壓力也在增加10。安戈、陳

佩華從法團主義（corporatism）的視角對中國工會進行了分析，認為目前的工會是在「國家

法團主義」的模式下運轉，但有跡象表明這種國家法團主義的模式有可能朝向社會法團主義

模式的方向發展，因為過去一直存在的群眾性團體和新成立的協會正在逐步受到其基層群眾

的影響，開始成為他們的代言人11。Yunqiu Zhang以山東青島為個案，分析了八十年代以來

地方工會的變化和導致這種改變的力量，認為改革引發的日趨嚴重的利益分化以及勞資衝突

的加劇，一方面迫使工人尋求工會的保護，以免自身利益受到管理者的侵犯，另一方面為了

緩解社會衝突、保持社會穩定，國家也需要工會來緩解勞資矛盾，因此國家允許工會有一定

程度的自治。在這種背景下，工會正在從作為國家合作主義的工具或者是服務於社會控制、

動員目標的政府機構，變為以一個社會團體出現的工人的代表，即由國家合作主義向社會代

表制轉變12。

張暎碩從改革後中國勞動制度及勞動關係的變化著手，對工會的功能變化進行了分析，認為

隨著勞動制度改革的深入，企業管理人員的權力有所增加，而工人的權利有所下降，管理人

員與職工之間出現了權力失衡。工人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利，對工會的要求將會增加，工會組

織面臨工人的要求，將在一定程度上對其功能進行調整，但工會功能的調整又受到黨和國家

的限制，工會改革面臨著重大選擇13。Feng Chen認為中國工會具有雙重身份，它既是一種國

家設置，又是一種勞工組織，工會的這種雙重身份在改革之前並不衝突，但隨著市場化改革

的推進，工會的這種雙重身份開始發生矛盾。工會雙重身份的內在張力決定了工會對待不同

的衝突採取不同的方式：對於工人個體合法的要求，工會將代表工人盡力爭取；對於工人的

集體行動，工會將充當工人與國家之間的調解仲介；對於獨立於工會之外的工人自發組織，

工會將取而代之14。郭保剛通過對海峽兩岸勞工政策的比較指出，兩岸勞工政策的重點都是

控制勞工，國家為此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工會組織體系，官辦工會失去了自發性的群眾團

體的功能，在政治上成為執政黨的週邊組織和御用工具。目前中國大陸工會正面臨著經濟改

革的挑戰15。

這些研究對於我們認識中國當前的工會提供了有益的啟發，但這些學者在討論工會的性質

時，基本上把工會放在工人與國家之間，認為工會要麼是依附於黨國，充當黨國控制工人的

工具，要麼是代表工人，維護工人的利益。工會僅僅是一個工具，工會的自主性沒有受到重

視。

通過對基層工會組織的調查，筆者認為工會系統可以分為基層工會組織和各級總工會組織，

二者之間並不總是利益一致，特別是新建企業工會和總工會系統之間。基層工會的人員任

命、經費來源主要依附於所在的企業，因此更多的與所在企業有共同的利益。縣級以上各級

總工會組織更多的依附於同級的政府組織及上級的工會系統，因而有相對獨立的部門利



益。16因此我們認為，各級總工會系統不僅僅是被動的工具，而且它還有獨立於國家和工人

之外的自身利益，正是有這種自主利益的存在，才導致了目前新建企業的建會運動。因此，

在工人、工會、國家三方關係的研究中，我們應該重視工會組織自主利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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